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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乳腺筛查网络测评平台（BreastScreen Reader Assessment Strategy，BREAST）是一种乳腺影像研究和培训工

具，通过提供大量典型的病例集，并借助在线应用程序Breast Score进行实时、个性化分析和反馈，从而帮助放射科医师

提高诊断能力和水平。目前，该平台已在多个国家中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并且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本文简要介绍

BREAST，以及BREAST在乳腺癌筛查中的应用情况及其优劣势，以帮助放射科医师了解和应用BRAS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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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eastScreen Reader Assessment Strategy (BREAST) is a breast imaging research and training tool that provides 
real-time, personalized analysis and feedback with a large, typical patient set through the online application Breast Score. Help 
radiologists improve their diagnostic capabilities and skills. At present, the platform has been applied and develop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all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Therefore, this review briefly introduced the breast platfor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s well 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as to help radiologists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breas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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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威胁全球女性生命健康的首要恶性肿

瘤，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高［1］。近年来，在

发达国家中，随着乳腺癌筛查项目的实施和普

及，其死亡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2］。多项

研究［3-4］已证实，乳腺X线摄影检查作为乳腺癌

早期筛查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有效地提高乳腺癌

的检出率，进而降低死亡率。乳腺癌的早期发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放射科医师对于乳腺X线摄影

图像的准确判断。因此，着力提高放射科医师的

诊断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乳腺筛查网络测评平台（BreastScreen Reader 
Assessment Strategy，BREAST）是一种乳腺影像

研究和培训工具［5］，旨在通过实时在线评估和

反馈，提高放射科医师的诊断能力和水平。本文

主要对该平台在提高放射科医师诊断能力中的应

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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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乳腺癌筛查准确度的因素

　　乳腺X线摄影检查已被证实是乳腺癌筛查的

有效工具，可以有效地提高乳腺癌的检出率，

降低死亡率［3-4］。然而，研究［6-7］显示，在筛

查时5%~30%的乳腺癌会被遗漏（即假阴性），

而 诊 断 错 误 率 可 能 高 达 5 0 % 。 B r e m 等 ［ 8 ］及

Gandomkar等［9］的研究显示，导致诊断错误的原

因60%~63%来源于认知偏差，即对于乳腺X线摄

影的正常表现认识不足，又无法准确识别其异常

表现，从而导致了假阴性、假阳性或过度诊断。

假阴性会延误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假阳性则

会引起患者焦虑并导致额外检查费用的产生，过

度诊断可能导致过度治疗。因此，提高乳腺筛查

的准确度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不同国家的放射诊断科医师对于乳

腺X线摄影的筛查准确度各不相同，发展中国家

普遍低于50%而发达国家在80%以上［10-11］。研 
究［12-14］显示，差异主要来源于以下3种原因： 
① 患者群体差异，例如不同地区的患者乳腺密

度不同。致密的乳腺组织很可能掩盖微钙化、结

构扭曲等有助于诊断的影像学表现，从而导致乳

腺癌的检出率和诊断灵敏度下降［15-16］；② 诊断

医师差异，例如工作年限、乳腺X线摄影片的阅

片年数、每周的阅片时间、阅片量、是否接受过

乳腺X线摄影培训、是否参与乳腺筛查工作等； 
③ 技术和环境差异，例如乳腺X线摄影片的质

量、诊断环境、阅片设备等。其中，来自诊断医

师的差异是影响筛查准确度的主要因素［17-18］。

研究［19-20］显示，放射科医师的诊断能力主要与

工作年限、阅片年数、阅片量，以及是否参与乳

腺筛查工作、接受过乳腺X线摄影培训有关。例

如，一项回顾性研究［21］显示，在初次筛查时一

些乳腺癌患者就已经表现出某些细微并可疑的影

像学表现，但由于这些影像学表现不典型，很容

易被经验不足的医师所忽视，从而导致了假阴性

诊断，耽误了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

　　为了减少乳腺筛查过程中假阳性和假阴性产

生，许多国家的乳腺癌筛查质量保证计划要求定

期进行临床审核和反馈［22-23］，但这种反馈往往

需要2年的临床数据才能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

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鼓励放射诊断科医

师进行继续医学教育来评估并提高自身的诊断能 
力［23］。目前，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成功搭建了

乳腺X线摄影的教育培训平台（BREAST［24］和

PERsonal performance［25］），这些平台通过组建

测试集来进行技能训练和评估，并可及时提供分

析和反馈，帮助测试者提升诊断能力。

2　BREAST平台介绍

　　2011年，悉尼大学的一项研究［26］表明，在

乳腺癌筛查中约44%的乳腺病变会被遗漏，并

且诊断医师的灵敏度普遍低于70%［27］。有鉴于

此，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癌症研究所的资深放

射科诊断医师们开发并建立了BREAST［5］。该

平台拥有丰富的病例测试集，并借助在线应用程

序Breast Score为放射诊断科医师提供实时、个性

化的分析和反馈，帮助放射诊断科医师提高诊断

能力。在过去7年里，BREAST一直被当作澳大

利亚乳腺癌筛查项目的官方质量培训工具，并吸

引了超过80%的医师参与，被誉提高乳腺癌筛查

能力的最佳工具［5］。

　　2011—2017年，该平台共发布了7套乳腺

X线摄影测试集，每套测试集包含了60个案例

（40例正常乳腺和20例乳腺癌）。每套测试集

的X线图像均来自于澳大利亚乳腺癌筛查图像

数 据 库 ， 包 括 双 侧 头 尾 位 和 内 外 侧 斜 位 片 。

所有阳性病例均由活检证实，阴性病例由2名

放射科医师报告并随访2年仍为阴性来确定。

BREAST平台尽可能平衡了乳腺密度、病灶类

型、位置、大小等因素对诊断带来的影响。在

所有测试集中，高密度乳腺和低密度乳腺分别

占55%和45%；大病灶（＞10 mm）和小病灶 
（＜10 mm）分别占54%和49%；病灶位于左

侧者占51%，右侧者占52%。病灶类型包括毛

刺状肿块（39%）、钙化（20%）、多发肿块

（13%）、不对称（17%）、结构扭曲（7%）以

及混合型（11%）。

　　在测试之前，所有参与的放射科医师都需要

接受一项关于年龄、工作时间、工作经验等个

人信息的简短调查。在测试过程中，受试者可以

自由使用平移、缩放等后处理工具，并根据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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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对可疑病灶进行分

类和勾画。测试结束后，系统会立即显示每例患

者阳性病灶的位置、数量以及适合的BI-RADS
分类，并根据受试者的表现提供包括灵敏度、

特异度、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等评估

指标。

3　BREAST平台的应用情况

　　从2011年成立至今，BREAST平台已在10余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应用和推广，范

围涵盖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

并与哈佛医学院、复旦大学、越南国家癌症中

心、新加坡国立大学、约旦科技大学、德黑兰医

科大学等10余个国际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 
系［20，23，28-30］。多项研究［31］显示，由BREAST
提供的乳腺X线摄影测试集与临床审核之间拥

有良好的相关性，并且定期参加BREAST测试

可以使放射科医师的诊断灵敏度和准确度提高

6%~34%［23-24，29，32］，这表明BREAST是评估和

提高放射科医师诊断能力的有效工具。

　　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是最先开发并使

用BREAST的国家。Suleiman等［24］的研究显

示，14名澳大利亚放射科医师在连续3年参与了

BREAST测试后，诊断能力平均提高了34%，并

且达到了继续教育的目的。Trieu等［23］的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这一点。50名放射科医师中约83%的

医师表示在第1次完成BREAST测试后诊断能力

得到了提升，并且随着测试次数的增加，诊断

病灶的灵敏度也随之提高。与第1次测试相比，

第2、3次测试的诊断灵敏度增加了20%~31%。

第3次测试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更高的

JAFROC分数。这表明由实践和反馈系统组成的

BREAST测试集可以有效地提高澳大利亚放射科

医师的乳腺癌筛查能力。

　　Li等［19］比较了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及广东

省地区的年轻放射科医师在诊断致密型乳腺患者

中的诊断表现，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医师拥有更

高的诊断灵敏度和JAFROC分数（分别高出39%
和40%），并且在病灶定位方面拥有更出色的表

现。此外，许多研究［33］指出放射科医师的诊断

能力会随着工作经验和年限的增加而有所提高。

但Li等［19］的研究显示工作经验和诊断灵敏度无

关（P＞0.05），而参与教育培训后则可明显提

高诊断灵敏度（P＜0.05）。Li等［19］认为澳大利

亚医师接受了专门的乳腺X线摄影诊断培训计划

（如BREAST），并且拥有较多乳腺癌筛查的经

验，因此更擅长于发现无症状女性中的微小肿

瘤［14］。相比之下，在中国仍然没有乳腺癌筛查

计划和专业的乳腺X线摄影教育培训平台，缺乏

完善的学习和反馈机制，因而诊断能力也相对

较低。这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相似，

Jackson等［10］的研究显示，越南放射科医师的乳

腺癌筛查率远低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47% vs 
74%和80%）。更重要的是，研究［11］发现，越

南医师对于毛刺或星芒状肿块的检出率低于钙

化、多发肿块和不对称致密。在使用了BREAST
测试集进行训练后，越南放射科医师在诊断灵敏

度和毛刺或星芒状肿块检出率方面的得分提高

了6%~30%［29］。另一项研究［30］也显示，接受

了BREAST培训的放射科医师比没有接受过培训

的医师拥有更低的假阳性率。此外，Rawashdeh 
等［20］的研究指出，放射科医师的诊断能力与他

们的阅片量呈正相关。BREAST可以为放射科医

师提供大量优质的X线片进行训练，这有助于提

高医师在乳腺癌筛查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4　优势、不足和展望

　　BREAST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即时在线反馈的

乳腺X线摄影教育培训工具，在许多方面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① 个人：在乳腺癌筛查的临床实

践中，阴性患者的数量远远高于阳性患者。对

于年轻医师来说，短时间内无法接触和学习到

更多癌症案例，想要快速提高诊断能力非常困

难。BREAST拥有大量乳腺X线摄影和断层融合

图像，涵盖了多种类型的乳腺病灶，可以为年轻

医师提供典型患者集进行学习。此外，BREAST
还可以为测试者提供实时在线反馈，通过比较正

确和错误之处，测试者可以对自身进行评估，了

解自己的弱势并进行针对性学习。② 科室：借

助BREAST的分析和反馈功能，科室领导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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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获知每名医师的诊断能力和表现，从而制订

培训计划来提高医师们的诊断水平。③ 国家：

BREAST可以协助临床审核来进行乳腺癌筛查计

划的质量保障和反馈，并且可以作为毕业后继续

医学教育平台，为经验较少的年轻医师和专门从

事乳腺癌筛查的医师提供交互式学习和培训。

　　尽管BREAST拥有诸多益处，但也存在一

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测试集中包含的癌

症患者的比例很高，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筛

查环境，因此对于诊断特异度的提高效果不明 
显［23，29］。其次，BREAST测试集的难度水平无

法完全标准化。在实际筛查环境中，不同影像

学表现的乳腺癌发生比例各不相同。例如，表现

为毛刺或星芒状肿块的患者发生概率远高于结构

扭曲和不对称［32］。此外，不同类型的乳腺癌以

及不同密度的乳腺组织对于诊断的难度也均不相

同。例如，大部分医师对于结构扭曲的误诊率较

高，对致密型乳腺的漏诊率也相对较高［15，34］。

因此，为了尽可能统一测试集的难度，需要更多

资深的放射科医师参与患者选择，并且准确估计

每例患者的难度指标。

　　总而言之，BREAST是一个可以为放射诊断

科医师提供自我评估和提升能力的学习工具。在

未来，开发者们将逐步扩大BREAST测试集并加

入最新的成像技术，同时融入病理学、组织学、

肿瘤学等内容，竭力将BREAST建立成为一个多

专业的综合培训平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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